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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长江三角洲 42个城市 2000—2017 年面板数据，在对城市群经济格局演变分析基础上，采用空

间杜宾模型对城市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测算与分解。研究发现：尽管长江三角洲 GDP 空间分布呈现相对稳定

的“核心—边缘”格局，但 2000—2017 年不均衡指数的下降表明扩散效应的显现。经济增长呈现显著正向空间溢

出效应且表现出较强稳健性，但不同因素的效应存在差异，特别是间接效应差异更为明显。基于空间计量的空间溢

出效应分解发现，核心区溢出效应显著大于边缘区，且随着一体化进程推进，溢出效应也出现明显增强；空间溢出

效应随距离增加呈现“倒 U”型趋势，超过 400km 后溢出效应仍然较强的现象，表明一定范围内城市数量增加，有

利于有效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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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范围内普遍、长期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区域发展差距始终吸引着社会各界广泛关注[1-2]。尽管一定范围的差距有

利于要素流动、资源优化配置等，但长期、悬殊的差距不仅削弱经济发展效率，而且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2]。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沿海偏向性”发展战略带来多层级发展差距；随着综合国力提升、区域差距负面效应的显现，近年来发展战略越来越多体

现“区域协调”理念，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和城市群战略等[3-6]。当前，面对依然显著区域差距、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转变和发展阶段转型等，“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目标，这表明推动区域发展差距缩小，成为实现

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需要迫切解决难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较强理论与现实意义。 

制定政策推动区域发展差距缩小，前提在于准确把握区域发展差距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城市群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和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的主阵地，对这一空间主体区域发展格局演变研究，对更大范围协同发展也具有较强示范效应[2,4-6]。作为我国发展

水平最高的城市群之一，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差距相关问题也成为研究热点，学者采用GDP、人均 GDP 或综合指数等差异化指标，

基于重心、不均衡指数及空间自相关方法的研究发现，发达地区以上海为核心向外围扩散同时，区域发展“核心—边缘”格局

始终存在，且近年来区域发展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显著[2,7-9]。学者基于定性分析或定量研究方法，对

区域发展格局演变驱动因素研究发现，这一过程是地理区位、历史基础、投资、出口、消费、制度、劳动力、技术和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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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综合作用结果[2-3,7-9]；与此同时，随着产业分工深化、交通设施完善和一体化深入，城市间“空间相互作用力”在区域发

展格局演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忽视这一因素成为相关研究的不足[10-11]。随着研究深入，理论与实践都发现经济增长不仅

受到“内生因素”驱动，也越来越受到其他区域发展影响，即要素跨区域流动、地方发展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地区间产业关

联等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成为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和相关政策制定重要力量[5-6,10-11]。近年来，学者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空间

MRW 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创新、雾霾污染、区域差异、生产效率等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测度，

从实践上检验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2,4,6,12-15]。总体上，对“空间溢出效应”这一现象的关注相对欠缺，且多数研究聚焦于创新

等经济增长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的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测度相对欠缺；部分对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研究中，往往忽

视了区域、时间上的对比，难以从更深层次把握这一效应的演变[6,16]。这些都成为当前研究的不足，也是本文研究重要的补充、

创新方向。 

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阶段，本文基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江浙沪皖三省一

市作为研究区域，总体呈现以上海市为中心的“核心—边缘(1)”格局。具体研究中，“空间溢出效应”对地理尺度具有较高敏感

性，直接关乎研究结论[5,17]。本文兼顾数据可行性与结论可信度，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采用不均衡指数、集中度等方法，对长

江三角洲经济格局演变进行研究，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测度、分解，深入探讨城市之间相互作

用关系，为一体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空间溢出效应测度方法 

常见的空间计量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杜宾模型（SDM）。借鉴相关研究
[17-19]

，构建如下

基本模型： 

 

式中：Yit、Xit为第 t 年区域 i、j 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观测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β 为自变量的待估参数；ρ 为因变量

的空间滞后系数；φ为自变量的空间回归系数；μi、νt分别代表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εit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当φ=0、ρ≠0时，公式（1）蜕化为 SLM模型；当φ+ρβ=0时，公式（1）蜕化为SEM 模型。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是空间计量的关键，参考相关研究[2,20]，利用城市地理中心之间的距离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具体方法为： 

 

式中：dij代表 i和 j两个城市地理中心之间的欧氏距离。 

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估计之前，需先进行区域发展差距的空间相关性检验。本文采用全局自相关的 Moran'sI 指数，对城市群

经济格局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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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yi为地理单元 i或 j的 GDP;n为区域个数； 为区域GDP 均值；wij为地理单元 i临近单元的空间权重。 

本文采用 LM等检验对模型进行选择
[21]
。此外，考虑到空间相关性存在违反了 OLS 估计中观测值相互独立的假定，本文采用

极大似然法估计空间计量模型中相关参数[20-21]。 

1.2 时空格局演变研究方法 

(1)不均衡指数。使用不均衡指数测度经济非均衡格局
[22]

，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为研究单元数；Xi表示城市 i的 GDP 占城市群比重；Yi表示城市 i面积占城市群比重。不均衡指数反映城市群经济

集聚度及演变趋势，E越小表明分布越均衡，反之越不均衡。 

(2)地理集中度。基于地理集中度对比经济空间分布格局与演变[22]，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RGDPit分别表示 t 年地区 i 的经济地理集中度；GDPit、LANDi分别表示 t 年地区 i 的 GDP、国土面积；GDPt、LAND 分别

表示 t年区域 GDP、国土面积总量。 

1.3 数据来源与说明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
[23]

，本文认为经济产出（Y）主要来自于劳动力（L）、资本（K）投入以及其他控制变量（CV）。对此，构

建如下经济核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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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表示第 i个城市；t表示年份；Y表示经济总产出，用 GDP 进行表征；L表示劳动投入，用就业人口进行表征；K表

示资本投入，用资本存量进行表征； 表示 k个控制变量。本文重点选择对外开放度、财政水平及交通可达性作为控制变量，

并分别采用外贸依存度、人均财政支出和公路密度进行表征（表 1）。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同时，本文对相关数据进行以下处理：(1)以 2010 年行政区划为基准 1，涉及

区划调整的数据，以县级数据为参考进行估算，并参照增长率估算；(2)经济数据以 2000 年为基准，结合价格指数对数据进行

调整（缺失的城市指数以省级数据替代）；(3)城市资本存量估算，首先参考张军等[24]、单豪杰[25]研究方法，对省域尺度资本存

量进行计算，借鉴张学良
[11]

研究方法对城市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具体为 2000 年城市资本存量以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进行分配，

2001—2017年资本存量按照城市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量对省级资本存量的增量进行分配，循环累加获得城市资本存量；(5)行政区

划数据来源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http://www.geodata.cn/）。 

2 长江三角洲经济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研究 

2.1 宏观上经济集聚效应稳步增强 

2000—2017年，长江三角洲GDP 占全国比重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图 1），表征了长江三角洲经济集聚效应的增强。近年来，

伴随着沿海要素成本的上升、国家宏观战略的调控等，部分中西部地区吸引越来越多国内外投资，并推动我国经济格局的转变，

但长江三角洲经济依然呈现较快增长态势，这一方面表明廉价要素成本并不是吸引要素的唯一因素，如近年来上海劳动力等成

本上升与外资快速增长并存现象；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地方政府的竞争过程中，省域或就近的产业转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即城

市群内经济格局演变，依然主导着我国经济格局宏观格局。 

表 1模型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单位 样本数 均值 最大值 标准差 

产出（Y） GDP 总量 亿元 756 1654.85 23727.24 2567.17 

劳动（L） 就业总人口 万人 756 300.54 1372.65 189.34 

资本（K） 资本存量 亿元 756 4145.50 52234.16 5869.61 

开放水平（FT） 外贸依存度 % 756 0.34 2.83 0.44 

财政水平（Fin） 人均财政支出 万元 756 0.42 2.70 0.37 

交通状况（Road） 单位面积公路通行里程 km/km2 756 1.06 2.44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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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17 年长江三角洲GDP 占全国比重演变 

2.2 总体上 GDP“倒 U”型集散演变态势 

基于不均衡指数的 GDP空间分布总体格局测度发现（表 2),2000—2017 年不均衡指数从 0.0251 下降到 0.0227，呈现扩散化

态势。从时间趋势看，不均衡指数2000—2004 年上涨、2004—2017年下降的“倒 U”型演变趋势，即初期要素向部分城市快速

集聚，带来不均衡指数的上涨；而后，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宏观格局上要素集散演变及政府对区域发展格局调控等，经济扩散

效应开始显现，带来不均衡指数下降。 

2.3 城市尺度上“核心—边缘”格局的稳态 

采用经济集中度指标，以不均衡指数转变为时间节点，进一步对比研究城市尺度发展演变态势（图 2）。研究发现，2000—2017

年长江三角洲经济集中度空间格局呈现以下特征： 

(1)城市群经济集中度呈现明显区域差异，“核心—边缘”格局较为明显，即经济较为发达的核心区城市经济集中度显著高

于边缘区城市，且这一区域差异呈现较强的稳定性，特别是沪宁沿线始终是经济集中度高值区。 

(2)对经济集中度演变具体分析发现，2000—2004 年主要表现为嘉兴、合肥、马鞍山、舟山等城市经济集中度的显著增加和

阜阳、盐城、温州等城市经济集中度的显著下降，高值区为主的增加和低值区为主的下降带来不均衡指数的进一步上升。

2004—2017 年主要表现为芜湖、淮北、扬州、泰州、盐城、淮安等城市的显著增长和嘉兴、宁波、温州、上海等城市的显著下

降，部分发达城市集中度的下降、欠发达城市集中度的增长，带来不均衡指数的显著下降。总体上，部分欠发达城市依托园区

共建、承接产业转移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经济格局转变，但区域经济集中度差异依然显著。 

3 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的测度 

3.1 计量模型的选择 

全局自相关测度发现（表 3):Moran'sI 值显著为正，表明经济空间分布均存在较强空间集聚现象。此外，2000—2017 年

Moran'sI 值呈现上升趋势，表明在 GDP 扩散同时，城市群经济空间集聚格局也有所增强，这也是后续对“空间溢出效应”测度

的重要基础。但 2008 年以来 Moran'sI 值增长的放缓，也进一步印证了金融危机冲击下长江三角洲经济格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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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0—2017 年城市群经济不均衡指数演变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不均衡 

指数 

0.025

1 

0.025

2 

0.02

53 

0.025

3 

0.025

4 

0.025

2 

0.025

1 

0.025

2 

0.025

0 

0.024

6 

0.024

3 

0.023

9 

0.023

5 

0.023

3 

0.023

1 

0.022

9 

0.022

8 

0.022

7 

 

 

图 2 2000—2017 年长江三角洲经济集中度演变格局 

表 3 2000—2017 年长江三角洲GDP 格局的全局自相关结果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Moran's 

I 
0.131 0.135 0.140 0.149 0.154 0.161 0.166 0.167 0.170 0.173 0.176 0.179 0.182 0.185 0.187 0.187 0.187 0.187 

Z（I） 3.776 3.494 3.175 3.490 4.075 4.312 3.569 4.208 3.589 3.629 3.790 4.581 3.862 3.917 3.932 4.062 4.417 3.427 

 

空间计量之前，有必要甄选最适合本文研究需要的模型（表 4）：首先，基于拉格朗日乘数（LM）、稳健拉格朗日乘数（RobustLM）

的检验表明，SEM、SLM 的 LM、RobustLM 统计量均在 0.1 水平上显著，表明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 SLM模型优于 SEM，即存在显著

的空间依赖性；其次，基于瓦尔德（Walds）、似然比（LR）判断 SDM 是否可以简化为 SEM、SLM，结果表明SDM 不可简化为 SLM、

SEM；此外，Haus‐man 检验结果说明，面板模型选择固定效应较为合适
[18-19]

。 

表 4空间面板模型的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统计量 p值 

LM-lag 49.58 0.000 

Robust LM-lag 27.19 0.001 

LM-error 25.16 0.019 

Robust LM-error 49.57 0.029 

Wald-spatial lag 83.00 0.000 

LR-spatial lag 64.73 0.000 

Wald-spatial error 52.1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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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spatial error 89.30 0.000 

Hausman 6.30 0.039 

 

3.2 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估计 

本文采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系数进行估计[18-19]，具体估计结果见表 5。模型估计的拟合优度为 0.959，表明本文的模型设定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具体而言，就业人口、资本存量、外贸依存度、财政与道路密度等都对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

且估计系数均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此外，相关因素的空间滞后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资本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财

政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就业人口不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及开放水平、交通状况的不显著正向溢出效应，这显示了城市之间对

要素竞争的差异。总体上，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为 0.498，且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城市群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

空间溢出效应，与多数研究结论相一致[2]。 

表 5城市群经济溢出效应的估计结果 

变量 估计结果 变量 估计结果 

lnL 0.193***(9.62) W×lnL -0.0455(-0.31) 

lnK 0.796***(41.00) W×lnK 1.996***(7.39) 

FT 0.117***(4.23) W×FT 0.0389(0.16) 

Fin 0.104**(2.27) W×Fin -1.127***(-3.37) 

Road 0.199***(6.37) W×Road 0.183(0.86) 

Adj.R2 0.959 ρ 0.498***(6.53) 

Log L 642.298 观测值 756 

 

注：*、**、***分别表示 1%、5%、10%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统计量，下同。 

3.3 基于不同空间权重矩阵的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构建距离邻接关系的矩阵与基于地理距离倒数平方的矩阵，对相关估计结果进行再估计，具体

结果见表 6。综合对比表 5、表 6发现：(1)ρ的估计结果均显著为正、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基于距离矩阵的测度具有

较强的稳健性。(2)从就业人口、资本存量、对外依存度、财政与交通等相关因素的回归系数看，与表 5中估计结果的系数、对

比等基本一致，说明本文选择的相关因素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较为稳健的促进作用。(3)对相关因素的空间滞后系数符号、对比

发现，表 6中的结果与表 5对比，同样具有较强稳健性。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测度表明，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不同权重矩阵的估计表明，本文估计结果

具有较强稳健性，这也为本文进一步对空间溢出效应的分解、对比研究不同时空下的溢出效应演变等提供了基础。下文研究中，

均以城市距离衰减的空间权重矩阵为基础展开。 

4 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分解与对比 

4.1 经济增长驱动因素效应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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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杜宾模型既包含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也包含自变量的空间滞后项，进而导致表 5 中 SDM 估计系数可能存在一定的偏

差；本文利用效应分解方法，将自变量影响因变量的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19]。采用 Lesage 等提出的“求偏微分

法”
[26]

，对空间溢出效应中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进行测度，具体结果见表 7。 

表 6不同空间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 

变量 邻接矩阵 距离平方 变量 邻接矩阵 距离平方 

lnL 0.180***(8.39) 0.196***(9.48) W×lnL -0.0975**(-1.96) -0.0795(-1.22) 

lnK 0.789***(37.12) 0.783***(38.80) W×lnK 0.342***(5.58) 0.636***(5.57) 

FT 0.157***(5.32) 0.119***(4.10) W×FT -0.0102(-0.23) 0.0611(0.61) 

Fin 0.132***(2.65) 0.132***(2.75) W×Fin -0.526***(-4.85) -0.716***(-4.27) 

Road 0.224***(6.29) 0.183***(5.49) W×Road -0.0314(-0.52) 0.0968(1.03) 

Adj.R2 0.959 0.960 
ρ 

0.323*** 0.494*** 

Log L 610.147 641.574 (7.54) (19.33) 

 

表 7城市群空间杜宾模型的效应分解 

变量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lnL 0.0591(0.99) 0.202***(9.46) -0.143**(-2.18) 

lnK 1.152***(20.14) 0.773***(34.89) 0.379***(5.71) 

FT 0.0573(0.58) 0.122***(4.19) -0.0645(-0.60) 

Fin -0.424(-1.05) 0.136***(2.78) -0.560***(-3.59) 

Road 0.154*(1.87) 0.204***(5.69) -0.0498(-0.47) 

 

总体上，5个自变量的直接效应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就业人口、资本存量、对外依存度、人均财政支出和道路密度等，

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促进作用。不同因素的间接效应存在差异：资本存量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表明这一因素对城市群经济

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就业人口的间接效应为负且通过 5%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在城市群范围内城市间存在较强的劳

动力竞争；外商直接投资的锁定战略等
[27]
带来的对外开放集聚化趋势下，外贸依存度的间接效应为负，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人均财政支出的间接效应为负且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地方政府主要表现为资源的“虹吸效应”，特别是跨省边界的存在

使得间接效应显著为负；要素流动受到交通状况的影响，以道路密度为表征的交通可达性测度中，间接效应为负但不显著，表

明交通可达性的提高在长江三角洲表现为一定的“虹吸效应”。 

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差异，带来城市群总效应的差异。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综合作用，使得总效应中资本存量、道路

密度的系数为正且均通过 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前者由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后者表现为正的直接效应显著高于

负的间接效应；正的直接效应与负的间接效应，且对本城市带动作用更强的现象，带来对外开放水平总效应不显著的正效应；

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差异，导致就业人口、财政支出总效应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就业人口直接效应较强、财政支出中间接效

应更强的缘故，带来就业人口总效应为正而财政效应的总效应为负，但均不显著。不同因素效应的差异，表明要素的差异化流

动、布局等，对城市群经济增长产生不同效应。 

4.2 空间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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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城市群进一步分为核心区、边缘区两个区域，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表 8），核心区、

边缘区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且都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所有区域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核心区溢出效应要强于边缘区。从相关驱动因素的回归系数看，不同区域城市经济增长动力不同，如核心区较高的劳动力贡献

率、较低的资本贡献率等；此外，从驱动因素的滞后系数看，如对外开放的正负对比等，也说明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而言，

要素的溢出效应也存在一定差异，这些都表明在制定相关政策推动区域均衡发展过程中，应尽力做到政策的“因地制宜”。 

4.3 空间溢出效应的时间对比 

空间溢出效应表征了城市群总体的“集聚”或“扩散”效应，发展初期集聚作用主导并表现为集聚效应，而发展后期扩散

效应开始显现，这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的差异
[2,5,22]

。对长江三角洲 2000—2008、2008—2017 年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空间计量对

比表明（表 9），不同阶段经济增长均表现为显著空间溢出效应，而伴随着时间演进而来的交通设施的完善、区域一体化的深化

等，空间溢出效应也出现了明显的增强。此外，2000—2008 年与 2008—2017年相比，不同因素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出现

了显著变化，如经济增长驱动因素滞后效应中就业人口由负转正、外贸的由正转负等，同样表明城市群不同时期发展特征的显

著差异，说明相关政策制定要“因时制宜”。 

4.4 空间溢出效应的地理距离变动分解 

采用距离负指数衰减形式构造空间权重矩阵，并按照25km的距离进行递增，进而测算不同距离阈值下空间溢出效应（图 3），

考察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变化具体情况[27]。结果表明，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空

间溢出效应呈先增强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400km 后随着城市数量增加，空间溢出效应虽波动下降，但溢出效应仍然较强。

随距离增加空间溢出效应的波动状态，与城市群内城市空间结构有关，即长江三角洲总体格局呈相对规则圆形，且沪宁杭合 4

个中心城市的均匀分布，这也说明空间溢出效应受到大城市较强影响[5]。 

表 8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的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核心区 边缘区 

lnL 0.426***(12.21) 0.216***(7.89) 

lnK 0.638***(21.52) 0.713***(29.03) 

FT 0.155***(5.88) 0.420***(4.39) 

Fin 0.253***(5.21) 0.448***(4.75) 

Road 0.0611**(2.25) 0.324***(7.43) 

Adj.R2 0.977 0.919 

Log L 563.815 350.044 

W×lnL 0.403(1.08) -0.740***(-3.90) 

W×lnK 0.911***(266) 1.235***(5.20) 

W×FT 0.456**(2.31) -2.709***(-3.28) 

W×Fin -3.550***(-7.26) -3.501***(-7.64) 

W×Road 0.164(0.78) -1.037***(-3.30) 

ρ 0.785***(19.34) 0.297***(3.19) 

观测值 288 468 

 

表 9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的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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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2000—2008 2008—2017 

lnL 0.210***(8.52) 0.347***(5.06) 

lnK 0.748***(33.16) 0.879***(30.71) 

FT 0.175***(4.14) 0.164***(3.69) 

Fin 0.952***(3.64) 0.512***(5.94) 

Road 0.133***(3.17) 2.362***(5.73) 

Adj.R2 0.969 0.942 

Log L 496.238 666.558 

W×lnL -0.582***(-3.16) 0.441*(1.78) 

W×lnK 1.764***(5.08) 2.567***(6.23) 

W×FT 1.262***(2.65) -1.078***(-2.82) 

W×Fin -4.081**(-2.53) -0.788(-1.59) 

W×Road 0.341(1.33) -0.371(-1.16) 

ρ 0.282*(1.93) 0.781***(13.40) 

观测值 378 420 

 

根据不同距离下的空间溢出效应的演变特征，可分 3个区间进行讨论：50～100km 为第一区间，临近城市数量较少，且城市

之间对资源设施、人力资本、外商投资等竞争较激烈，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较弱。100～400km 为第二区间，城市之间能

够有效地共享经济资源、基础设施等，形成良好合作与分工，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逐渐增强，而 400km 也是上海覆盖合肥

这一区域中心城市的直线地理范围。第三区间为 400～800km，随着距离增加、城市数量增多，基于城市联系网络的区域关联变

得更加复杂，城市发展梯度扩大为溢出效应的强化提供了可能，距离扩大也可能带来要素交流机会的减少，综合表现为空间溢

出效应的波动下降，但空间溢出效应仍具有较高水平的现象，表明在一定范围内，随着距离扩大带来的城市数量增加，为通过

发挥空间溢出效应，进而实现更大范围的区域经济协同增长提供了可能。 

 

图 3随地理距离变动的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 

注：空间溢出效应均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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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以我国最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为研究区域，在对城市群经济格局演变分析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

驱动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测度、分解。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伴随着长江三角洲 GDP 占我国比重稳步提升，区域发展的“核心—边缘”格局始终呈现较强稳定性。不均衡指数的

“倒 U”型演变，表征了区域 GDP先集聚后扩散的演变趋势，基于经济集中度的空间分析也印证了这一规律，即在要素成本上升、

宏观政策调控等驱动下，边缘区城市经济集中度呈现一定程度的提升，进而带来区域发展的均衡转向。 

第二，显著的全局自相关，进一步印证了区域经济的空间集聚特征。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经济增长驱动因素测度表明，长

江三角洲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就业人口、资本存量、外贸依存度、财政与道路密度等都是驱动经济增长

的重要力量。基于不同空间权重矩阵的稳健性检验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第三，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的分解发现：(1)不同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存在差异，特别是在溢出效应方

面存在更为显著的差异。(2)核心与边缘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表明不同发展阶段城市间相互作用有所不同，要求政策制定

应“因地制宜”。(3)尽管不同时期的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但随着交通设施完善、一体化进程深化等，这一效应也出现了

明显的提升，表明相关政策的制定应“与时俱进”。(4)基于地理距离变化的测度发现，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与距

离关系呈“倒 U”型趋势，超过 400km 后溢出效应仍然较强，表明一定范围内城市数量的增加，能够通过发挥空间溢出效应，有

效带动欠发达城市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空间溢出效应表征城市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对这一效应的准确测度，能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参考。长江三角洲经济

增长中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未来制定相关政策推动区域均衡发展过程中，重点在于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破除一体化发展

中存在的壁垒，充分利用城市间溢出效应与相互作用等，化城市间恶性竞争为良性竞合，实现区域均衡的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在此过程中，面对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差异，相关政策的制定不应“一刀切”，更要基于

发展实际制定“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针对性政策，以提高政策精准性。此外，本文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重点测度城市

尺度下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更细尺度的研究相对欠缺，忽视了城市内部、区县（市）之间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

对具体城市间的相互作用方向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因素等，都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些都是未来深化研究的重要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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